明中后期淮安海商的逆境寻机 by 王日根 & 陶仁义
2018 年第 1 期
(总第 245 期)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ＲNAL OF XIAMEN UNIVEＲSITY(Arts ＆ Social Sciences)
No. 1 2018
General Serial No. 245
收稿日期:2017-07-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代海疆政策与开发研究”(13＆ZD093)
作者简介:王日根，男，江苏兴化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陶仁义，男，江苏阜宁人，
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① 中国古代漕运史研究成果丰富，代表性著作国内主要有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彭云鹤:《明清漕运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6年;吴琦:《漕运与中国社会》，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江太新、苏金玉:《漕运史话》，北京:中国大
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年;陈峰:《漕运与古代社会》，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年。国外主要有日本学者
星斌夫:《明代漕运的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1963 年;以及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明代的漕运》，北京:新星出版
社，2005 年。
② 目前从漕粮海运视角进行探析的有:吴缉华的《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所，学生
书局，1997 年景印一版;樊铧的《政治决策与明代海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相关文章有:韩行
方、王宇:《明朝末期登莱饷辽海运述略》，《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2 年第 4 期;周琳:《万历四十六年至天启七年海
运济辽》，《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5 年第 4 期;高元杰:《试析明清时期阻碍漕粮海运恢复的因素》，《国家航海》
2016 年，第 17 辑。这些研究着重于朝廷制度和地方政府的执行状况，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海漕最终的“禁”，缺乏对
淮安地域特殊性的思考以及当地民间海上力量对海运延续的考察。
明中后期淮安海商的逆境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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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代中期以来，漕运河道多遇不畅。漕粮缘河道北运遇阻，南来的漕粮汇聚到淮安
后，不得不以山东登莱二州为中转，通过海路向京畿运送漕粮。隆庆以降，由淮安经登莱海运漕粮
已具规模，但官方对海运漕粮总是多有顾忌，因而即使是紧急时期，最多只是默许而已。隆万之交
旋开旋罢的官方海漕为万历辽东战争期间民间海上力量涉足海运从事粮食贸易奠定了基础，也使
得崇祯末期海漕北运再次实现。这条长期以来形成的海运线路曾为镇守东江的毛文龙集团提供
了若干便利，淮安民间私人海上团体则成为毛文龙遭钳制后为其输送粮饷的重要依恃力量。淮安
海商在逆境中不断寻觅着海运的商机，断续推进着自淮安到辽东的海上商业活动，彰显了海上力
量的不竭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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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十三年(1415)，随着会通河的开通，河运漕粮成为主流。关于河漕，学界研究成果已颇为
丰硕。①然自弘治以降，河道堵塞，粮船漂没的事故记载不绝于书，到了嘉隆之际益发严重，不断有
朝臣致力于漕粮海运的恢复。整体上看，对于海漕，自隆庆以来皇帝仅将其作为紧急事态下的应急
之举，一旦形势缓和便即行中断，官方意义上的海运活动实际一直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目前学界
对于海漕之“禁”研究已有较多成果，但淮安海上活动之“续”的却关注不多。②故本文结合实录、奏
折、方志以及时人书籍中的相关记载，在对明代中期以来河海漕运争论简略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对
淮安海商与毛文龙的商贸关系，崇祯末年沈廷扬于庙湾再行海漕等事件的分析，探寻明代淮安府民
间海上力量在国家政策反复变动的背景之下的实际发展情况，说明明中后期淮安海商或在朝廷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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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时临时被调用，或在守边名将毛文龙被不同政治派别孤立时为其提供商业性的军饷，揭示淮安海
商的逆境寻机品格。
一、河漕艰，海漕兴
元朝海运漕粮曾是官方鼓励的一种做法。明朝建立后，朝廷则逐渐转而依赖河运，但有明一
代，延续海漕一直是朝廷有识之士的追求。洪武三十年(1398)，仍有海运粮七十万石给辽东作军
饷的记录。永乐十三年(1415)，随着会通河的开通，朝廷“仅保留遮洋总运送辽、蓟粮饷”外，罢海
运。正统年间，漕运河道不畅的问题已经开始浮现，“运河时有淤浅，恐妨粮船往来”。［1］成化年间，
大学士邱浚在考察了历代漕运后，希望朝廷重开海运，意在危急之际作为河运不及的应急之法:
“寻元人海运之故道，别通海运一路，与河漕并行。……一旦漕渠少有滞塞，此不来而彼来，是亦思
患预防之先计也。”［2］由于当时河道虽有梗阻，但对漕运的影响并不明显，邱浚的提议并没有得到
朝廷足够重视。
嘉靖年间，虽然河漕问题不断凸显，因皇帝对河漕的坚持［3］加上倭乱影响，海漕依然不能施
行。四十五年(1566)九月，官员上书弹劾修河不力的总理河工工部尚书朱衡，要求罢黜其职的同
时希望实行海漕，朱衡却因河道总督、右都御史潘季驯提出的治河方略得以留任，［4］继续河漕。对
嘉靖帝禁海有着重大影响的还有“因星变，极言主德之失，帝深衔之未发”［5］的言官钱薇，其《漕渠
议》中列举出的禁海主要理由有五:风涛漂溺之险、造船之费、倭寇(海盗)之患、浚(胶莱)河之劳以
及通敌之忧。［6］虽然在后来被证明皆不成立，［7］但由于当时钱薇占据着道德制高点，影响力巨大，
这些集中了当时反对开海的流行观点显然对嘉靖坚持禁海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要求开海的主张
建立在当时淮安至山东登州府、莱州府一带民间海上贸易活动已经在悄然兴起的事实之上，抗倭名
臣、“巡抚淮、扬”并“身泛大洋，以习海路”［8］的唐顺之便观察到:“然海运虽罢，而民间之泛海输货
于丰闰诸县者，则未尝绝。”［9］民间海上贸易是隆万之交海漕得以短暂施行的现实支撑。
作为明清两代漕粮管理中心，淮安占据着“天下之中”的水运优势:“缘永乐初，江南粮饷民送
于淮，官军运船俱于淮安常盈仓转运，此厂之所由建也。况长淮分天下之中，北达河、泗，南通大江，
西接汝、蔡，东近沧溟，乃江淮之要津，漕渠之喉吻。”［10］这虽是清江船厂设置于此的原因所在，亦是
景泰二年(1451)朝廷设漕运总督于此的现实考量。就海漕而言，淮安亦有着濒海的地理优势，
“淮、泗环带于西北，湖、海设险于东南，怀维扬而襟吴越，引汝、汴而延齐鲁，水陆交通，舟车辐辏，
诚南北之襟喉，天下之控扼”。［11］同时，“山东海面东望朝鲜、北接辽东、西迩畿甸、南控淮扬、远达浙
闽，直四海上游形胜之区，久无倭患，识者有未然之忧”。［12］尤其“登、莱二府，岛屿环绕”，［13］拥有众
多可以避风停歇的岛屿，是连接南北海域的绝佳中转站。由“东近沧溟”“延齐鲁”的淮安经“迩畿
甸”“无倭患”的登莱地区中转，向京畿海运漕粮成为了要求开海官员们的自然倾向。
隆庆年间，由漕河漫溢引发的河道梗阻、漕船漂没的情况越发严重，损失重大。元年(1567)六
月，“新河鲇鱼口等处山水暴决，漂没运船数百艘，人民溺死无算”。［14］三年(1569)七月，“河决沛
县，自考城、虞城、曹单、丰、沛抵徐州，俱罹其害，漂没田庐不可胜数。漕舟二千余皆阻邳州不得
进”。［15］五年(1571)九月，漕船再次漂没的消息传到京城后，“工部以运船漂没数多，疏请追治造船
员役之不如式者。得旨令漕司按劾以闻”。［16］为此，山东巡抚梁梦龙和左布政使王宗沐为解决境内
胶莱河段“漕河淤塞，粮运艰阻”的状况，二人同时进行疏浚河道、寻访元人漕运大洋故道和开辟
“淮安可达胶州”海漕新道事宜，“三路务求一路可通”。［17］隆庆五年，新辟海道试运粮食成功。此
次海漕试运成功在证实唐顺之所言非虚的同时，这也为日后的明军入朝征倭、辽东之战期间朝廷再
行海漕打下了基础:“通踏湾泊程次，逐一明白，及访得沿海官民，俱称二十年前傍海潢道尚未之
通。今二十年来，土人、淮人以及岛人，做贩鱼虾、芩豆，往来不绝，其道遂通，未见险阻，群情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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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18］朝廷同意的海漕却在万历元年(1573)因海上遇到意外而迅速被禁止:“风雨冲坏粮船七
只，哨船三只，漂消正耗粮米几五千石，淹死运军水手十五名。……乞敕详酌将海运姑暂停止，仍以
额粮十二万，尽入河运。”［19］海运再次中断。［20］河运受阻之后，往往让人转求于海运，可海运遇难之
时，则又成为停行海运论者们最省力的理由。其背后往往隐含着不同利益集团或地方保护主义的
诉求。海运总是遭遇着被拾起又被丢弃的命运，但这种不稳定的政策往往会牺牲无数商民的生计，
使他们聚资打造的货船蒙受败朽于荒滩的噩运。
二、战争与淮安海漕
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起兵反明，辽东战争爆发。万历帝立即指示再开
海运:“上曰海运籴粟饷边，深为便，计依议速行。”［21］“深为便”是皇帝对万历二十(1572)年开始的
入朝征倭战争(东征)期间海运漕粮给予战争保障所留下的印象。
万历二十年，日本入侵朝鲜，基于宗主国的责任，明廷决定入朝抗倭。入朝征倭战争第一阶段
于万历二十年四月至万历二十一年(1573)七月进行，由于战前情报不确，明军重视不足，加上粮草
不继，中日陷入相持阶段。随着双方谈判破裂，明朝决定扩大战争规模以彻底击退日军。为保障粮
饷供应，万历二十四年(1576)五月，明廷决定开通海漕，“自古兵行粮随，若储饷不充，调兵何益?
令户部与地方官多方设法转运、或开通海道、或就辽东籴买，务使军兴不乏”。［22］官方允许的海运终
于再度重启。
万历帝同意海漕，与辽东一水相隔的山东登、莱二州成为了粮饷中转地。两任山东巡抚李长
庚、王在晋先后成为专司辽东事宜的重要官员。① 但由于粮饷数量过巨，如何运输如此巨量的粮饷
成为朝廷上下的主要议题:“盖一岁所用计饷银三百二十四万两，粮一百八万石，豆九十万石，草二
千一百六十万束，皆一毫裁削不得者。”“在南者一面复遮洋旧总，由淮安发运辽东，一面如征东旧
例，咨浙江、江西二抚各助船数十余只，以广其运;在北者由津至芝蔴湾，抵三岔东岸，此议米之大约
凿凿可行者也。”［23］关于遮洋船及其他制式粮船，《大明会典》卷二百工部二十《船只》中有过详述:
“粮船有二，曰遮洋、曰浅船。……海运用遮洋船，里河用浅船。永乐九年浚治会通河成，运船由淮
直达于卫，遂罢陆运;十三年增造浅船三千余只，一年四次从里河转漕，遂罢海运，独蓟州军饷用遮
洋船。”［24］事实上，早在嘉靖年间，遮洋船的船舶制式和运输路线均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已不再专
用于津蓟之间的海运了。［25］为此，新任山东巡抚王在晋在回复其前任、辽东督饷侍郎李长庚关于遮
洋船是否能用于海运咨询时，明确表示反对并建议使用淮船海漕:“遮船改造已久，万分不宜航海。
内称遮洋一总，国初旧例，而淮扬之运乃东征所行，今遮船不可行，而三十万漕粮不减，希议多雇沙、
淮二船，以一半由海、一半运至胶州起陆，至昌邑淮河入海，而多助登州以船，则胶莱遗议尤百世未
尽之利。”［26］
“东征所行”指的就是万历二十五年(1577)使用淮船海漕的先例。
万历二十五年五月，总督蓟、辽、保定军务的兵部尚书邢玠赶至辽东，发现前线粮草依然没有准
备充分:“户部言辽东所积米豆及朝鲜见报粮数止二十余万石，恐经用不足，请行山东发公帑三万
金委官买籴，运至登莱海口。令淮船运至旅顺，辽船运至朝鲜，又偕临、德二仓米各二万石运至登莱
转运。得旨，事关军机不许延误。”［27］在此命令之下，官员一面奔赴淮安清江船厂打造淮船，一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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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万历二十五年(1577)二月二十二日，朝廷敕户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李长庚专督辽饷。三月十二
日，山东巡抚李长庚辞督饷新命，得旨辽事危急，需饷甚殷，其令刻期视事。三月十七日，“敕江西左布政王在晋为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等处，督理营田提督军务。”天启二年(1622)三月，王在晋由山东巡抚接替熊廷弼为兵
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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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征募民间淮船来保障粮饷:“前往淮安苏松等处造过淮船二十九只……前往淮安等处雇募淮船
六十只。”［28］九月二十二日，邢玠再次要求“募沿海商渔，吴淞淮浙等船兼搭接运，……部覆从之”。
十月，随着战争的深入，粮饷供应难以为继，邢玠再次要求朝廷多寻船只进行海运，“海运宜于天
津、山东、淮安各处搜求官民渔商船二三百只，总运一二次，以救目前之急”。［29］次年二月，在朝鲜督
饷的张养蒙再次催促朝廷“请造辽船，造沙船，募淮船及雇觅商船”［30］运粮。
淮船即海雕船，“淮安有海雕船，尝由海至山东宁海县买米，云离天津不远”。［31］王宗沐探明海
道时从淮安运米、胶州运麦的船只亦是海雕船:“今载米踏试海道，所雇淮船名曰海雕。”［32］王在晋
建议多加雇佣淮船运粮，是因为淮船并非官方漕运船只，而是民间自行制造的样式，船坚载重，更好
地适应海洋远行的优势:登莱当地船只“皆窄小不能多载，即得十船不能比淮船一只之用”，［33］“至
民间航海贸易、网取鱼盐，往来胶莱，货卖麦豆，皆自置坚舟，弗载成例稽考”。①顺治四年(1647)的
《登州府志》卷十《海运篇》中的相关记载也证明了淮船在当地的被认可:“船只:有淮船、有辽船、有
塘头船，有太仓船，有瓜州船。船无定数，以粮为数，大者载粮千余石，次七八百，又次四五百石，或
二三百石，雇募者什之七，官造者十之三。”［34］这也充分表明，自嘉靖末期至清初的淮安、登莱等地
区的民间海上贸易一直延续着，并未因官方海漕的中断而停止。
基于此，李长庚向朝廷提出的边务九款，首当其冲便要求造淮船，也很快得到了同意:“一造淮
船、二通津路、三议牛车、四酌海道、五截帮运、六议钱法、七设按臣、八开事例、九严海防。上是其
议。”［35］
使用淮船进行海漕被确定下来，但打造淮船需要时间，粮饷不能等，故而户科给事中李奇珍上
奏，希望再通过雇募淮安民间船只的方式以解燃眉之急:“照得奴氛未靖，转饷正殷，其从水运者必
须船，船非尽岀于淮而淮船居多，以淮故船薮也。辽需本色二百万，饷可截，漕船难卒办。故饷臣李
长庚拟造淮船并所雇沙船共足五百只之数。限今春至津门，以便运发。而漕臣王纪有淮船搜括已
极，苦累难堪。一疏内称大索三月，在扬仅得六十四只，在淮仅得七十九只。除山东生员王裕国分
去一十九只，实止一百二十四只，而犹有渗漏不堪之小艇。……与其募于他属，不若募于淮之便，与
其造于他属，亦不若造于淮之便。以舟楫之辐凑，工料之鳞集，较之他属似有差也。”［36］在长期海禁
管控之下，迅速征募到大量淮船并不现实。为此，明廷寄希望于给出较高的脚价来吸引民间淮船协
助运粮:“师行粮从，责东省以运粮，臣民之分，义也，不敢辞也。而船则势难猝造，脚价则必欲从
优。脚价不优，则商船不至，商船不至，则粮运难行，然商船犹烦招徕，而辽船可征、淮船可借，庶需
急用，方称完策。”［37］
脚价优劣的实际状况难以得知，但据实际负责海漕事务登莱兵巡道副使陶朗先的奏报来看，一
直游离于政策之外，“熟悉水性，一切揽载装卸皆自梢工出”的淮船主们并不倾向与官方合作:“所
雇各船领有水脚至今未到”、“一船两脚”、有船无名，一名数船、一船数名、“以小易大、以旧抵新，种
种转换更难枚举”的“敢舞弄人于此”等种种行为让官员自觉“贻笑海内”，却不得不接受“若以封
船即抵雇船，则船益不足用矣”［38］的现实。除了继续派人加大向民间雇募船只力度外，别无他法。
万历四十八年(1620)正月，陶朗先上奏，要求造、雇民间船只尤其是淮船支援辽东:“奉军门明文差
胶州同知曹履方……等前往淮安苏松等处造过淮船二十九只、辽船十五只、唬船六只，共五十只”，
“又委本府司狱王永春前往淮安等处雇募淮船六十只”。［39］
淮安船户与朝廷的不配合，是明廷长久以来重河漕、禁海运政策以及抑商思维下的自然结果。
毕竟数年前官方开商禁后又反悔的举动，对这个海上群体而言并不遥远。万历四十年(1612)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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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年，第 381 页。此书主要记载的是自天启四年(1624)至崇祯十七年(1644)间的
淮安府地方事务。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年
月，山东巡抚朱衡奏:“日者辽左告饥。暂议弛登莱商禁以济之。其青州迤西之路未许通行，今富
民猾商遂假道赴临清，抵苏、杭、淮、扬兴贩货物，海岛亡命，阴相构结，俾二百年慎固之防一旦尽撤，
顷者直倭患，非后事之镜乎?宜申明集约停止为便。兵部覆奏，报可。”［40］辽东发生灾荒，临清是河
漕道上的重要粮储、中转所在，由于道路不通，商人借去临清购买救灾粮食的名义，实际却是通过海
道奔赴苏杭淮扬等地进行贸易活动，山东官员以防倭的名义再次将这一商业选择定为非法，予以
“集约停止”。这就使得几年后的朝廷试图再次雇募拥有淮船的海商进行运粮时遭到了各种形式
的推诿、抵制。不久后，同样游离于朝廷管辖，需要借助通商贸易维系生存的毛文龙集团与这个海
上群体却自然地走向了合作。
三、淮安海商与毛文龙集团
拥有淮船，掌握着淮安、登莱之间的海上航线，在朝廷政策的诱导之下，淮安海上商人群体迅速
与以毛文龙为首的东江集团建立起了稳定的商贸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并未因毛文龙被杀而中断，淮
商在东江集团中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清初。
万历四十八年(1620)五月，为破解缺少淮船协助运输粮饷的困局，钦差姚宗文向朝廷提议，给
予帮助朝廷运送粮饷的海商授以官职:“宜如推官来斯行议，将海上往时私贩及沿海豪家大侠、力
能呼召者，重悬募格以招之，或天津或乐亭或芝蔴湾有造船若干，坚完可用，明开乡里，保结，于官运
中，同帮领运可运一千石者，议题准守备职衔，一万石者，议题准参游职衔。事完即与迁转，其愿改
文职者，准例监数目。除授不必论年挨选，当有欣然乐从者。”［41］笔者爬梳了淮安府及周边明清方
志，因运粮而被授衔仅《阜宁县志》中有所记载:“陈幼学，字献可，英勇负壮志，天启间甲子，佐运辽
粮，岛帅毛文龙嘉之，荐授参将，与尚可喜善。顺治间，可喜封靖南王，挈幼学南征，积功至骠骑将
军。”［42］从建议提出到陈幼学被授官的天启甲子年(1624)四年期间，正是毛文龙通过镇江大捷中
的表现得到了朝廷认可，在辽东站稳脚跟之际。天启元年(1621)七月，毛文龙取得镇江大捷，朝野
震动，当地“一时牛酒迎劳者，不下数十万余”，“车马捆载，响应奔赴，不可胜计”。［43］八月镇江又被
后金夺回，但朝廷对此抱以理解，并未降罪:“毛人潜入虎穴，恢复镇江，图之，此其时矣，而道臣扬
帆未早，朝鲜联络未成，江淮召募未旋，水兵望洋未渡，千里孤悬，鞭难及腹。”［44］天启二年(1622)
底，毛文龙进驻皮岛。然而当时“无论是东江自身的屯种，还是明廷的拨饷，都无法完全解决这里
的生计困境，即使是朝鲜的粮食援助，也需要靠通商来进行交换。因此，海上贸易成为这里解决困
境的最重要手段，中国北部海域的商业贸易由此成为东江镇的生命线”。［45］陈幼学得毛文龙“荐授
参将”，说明其协助毛文龙的粮饷之多，数量可能远超过万石，对比嘉靖中期淮安府桃源县儒士葛
耿“输送军饷七十万石”而“赏赐官鸿胪少卿”［46］来看，陈幼学“佐运辽粮”的数量也应该是以十万
计。从天启二年底毛文龙进入皮岛到天启四年(1624)荐授参将，最多两年，一年两运，运输如此数
量的粮饷，当不是由陈幼学一人佐运，其背后必然是淮商群体共同运输的结果。
天启四年五月，朝鲜报称，“有山东淮安人朱姓者，因行商曾在辽东为贼所俘掳……上年七月
逃来督府衙门”。［47］朝鲜人将山东、淮安误认为一处，应该并非是地理常识的缺乏，或是淮安朱姓商
人在两地之间往来频繁，已然在山东长期定居下来而给外人造成了误解。朱姓淮安商人的供词证
实了毛文龙于天启三年(1623)八月其上奏塘报中提出的寻求淮商解决粮饷的建议:“然户部既谓
必不能养，臣宁忍视纵之投奴?则于万不得已中，设有一策，比壬辰征倭事例，使南直、山东、胶淮等
处，招商买米，令其自备粮石，自置舡只，到鲜之日，核其地头米价，外加水脚银两，凡船装十分，以八
分米，二分货为率。……除一面差官赍臣出海文引，往胶淮等处招商外，一面冒昧上陈，伏乞皇上垂
念海外情形，……凡招通输粟者，悉如臣议。”直至天启六年(1626)五月二十四日的塘报中，毛依然
请求朝廷“并准于淮胶等处自为设处买运”。［48］不难看出，淮商与东江集团的商贸往来已经非常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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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而且密切了。
在得到淮安海商支持后，毛文龙还自行开展海上贸易来保障军需，因而得以据守辽东十年，使
得后金不敢放手南下。但毛文龙在皮岛自立山头、尾大不掉，引发了朝臣不满。崇祯二年(1629)
六月，袁崇焕杀毛文龙，其中罪名之一便是“劫掠商船，身为盗贼”。杀毛文龙的导火索或是三月份
两人关于海上运粮路线之争:“袁崇焕奏设东江饷司于宁远，令东江自觉华岛转饷，禁登莱商船入
市。自是岛中京饷俱着关宁经略验过，始解朝鲜贡道往宁远，不许过皮岛，商贾不通，岛中大饥，取
野菜为粮。……文龙大不平上章请饷，又累奏宁远转饷不便，崇焕不听，又请自往旅顺议之。”［49］毛
袁之争在于觉华岛，由于靠近宁远，对于毛文龙的补给不如远敌近海的登莱方便安全，而“禁登莱
商船入市”对毛文龙的影响则是致命的，引发了毛文龙对袁崇焕强烈不满，两人关系迅速恶化。袁
崇焕杀毛文龙树立个人威信的同时，却忽略了其“大清素恶文龙蹑后”的战略牵制作用。毛文龙一
死，后金再无后顾之忧。而禁止海运，使得丧失了粮饷自我供给“造血功能”的辽东成为了明廷沉
重“输血”负担，顾此失彼，加速了明朝灭亡。
毛文龙与淮商群体的密切关系还可以通过对比与徽商的疏远得到印证。安徽歙县《绵潭汪氏
家庙谱牒》中载有明末徽商从淮安府出海去辽东毛文龙处经商的史料:
八十代德贵公，字良夫，生于万历二十一年壬辰八月廿一日申时。因辽帅毛文龙在驻
皮岛，招商贾米，由淮出海，至皮岛上，与毛帅江票，未得领价，稽延五载，后由登州府复去，
海舟至旅顺口陈家湾，遭飓风坏船而卒，年卅九岁，未得获葬。［50］
汪德贵“由淮出海”，当是乘坐淮船出海，试图通过淮商群体与毛文龙搭上关系经商，一方面因没有
地缘优势，另一方面或与其前往辽东时，正逢歙县同乡吴宗武领走毛文龙“买鲜粮款六千两”并“货
银四千两，逃回原籍南直隶徽州歙县”，故而一直“未得领价，稽延五载”。［51］毛文龙死后，他在东江
集团与淮商关系有所松动之际，再次前往，试图重夺信任，再启商贸，却不幸遭飓风葬身大海。
毛文龙被杀后，淮安海商团体依然与东江集团保持着密切联系。其亲信孔有德等人不服明朝
官员统辖，叛变进攻山东登州等地，以求自保。崇祯六年(1633)正月二十七日，辽东总兵黄龙发朝
鲜国王咨文，要求协助平叛，亦谈到叛军对淮安的依赖，节录如下:
会报急切军情并乞速允前咨，亟借船铳以资扑剿事。照得登叛孔有德等逃匮奔登，负
隅固守，大兵环困者已数月矣!于年前十二月初三日，各贼出城困斗，被我大兵掩击，杀其
渠勉李九成，而贼惕息气沮。……如有不从，先行洗戮，再要他二三百号辽船，抢掠淮安等
处各等情到镇，据此看得，登贼以釜底游魂，竟思脱命奔海，弃长用短，正自速其毙也!［52］
“抢掠淮安等处”是黄龙对叛将的声讨之词，但单单提到“抢掠淮安”，说明辽东军士十分清楚淮安
作为粮饷所在地的意义，也包含着在辽军中颇有影响力的淮商群体想回故土的情感倾向。黄龙缺
乏对海上航行的认知，以为孔有德“脱命奔海，弃长用短”，殊不知这正是淮安海上群体存身立命所
在而做出的误判。实际上最后城破之时，“有德逸出，航于海”［53］才逃脱了黄龙的围剿，淮安海商或
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东江集团的另外两个重要人物耿仲明、尚可喜在降清后分别被封为靖南王、平南王，镇守东南
沿海的福建、广东，期间继续从事海上贸易。“他们早在作为东江将领时就已经卷入了东亚地区的
私人海上贸易，于是晚明东北亚与清初东南亚这两段以往被割裂的历史，由此被联系了起来。”［54］
从东北到东南，淮商依然能够在耿仲明、尚可喜间发挥出巨大影响力:“张梦凤，字凤灵，高邮人，久
居庙湾。尝行贾海外，往来毛文龙军幕，识耿仲明、尚可喜。耿、尚入清骤贵，统师南征邵北，阎毅公
以义侠杀人，缧绁待决，梦凤素重毅公，为言于耿、尚，得令提毅公军前推问，遂免死。”［55］陈幼学因
“佐运辽粮”得以“荐授参将”，最后成为尚可喜手下的“骠骑将军”;张梦凤得以“往来毛文龙军幕”
必然与其“行贾海外”的商业能力有关。由“商”而“军”，他们在东江集团中能够发挥重大的影响
力，与他们早期的商人身份密切关联。耿仲明、尚可喜二人在到达南方后继续私人海上贸易，张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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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能使犯人从“待决”到“免死”，无疑其“行贾海外”的商业能力让耿、尚二人有诸多借助之处，故
而能网开一面，犯人得以免死。
虽然东江并不是明金辽东战争的主战场，但对整个战局的重要性并无疑议。毛文龙所率领的
这支数万人部队一直得不到朝廷信任，兵饷不敷，难以为继，难以发挥出奇兵的作用，这显然是明代
绝大多数统治者拘泥于“禁海”成例下的消极后果。虽然淮安海上群体，于战争之际，以“淮船”为
载体，游走于朝廷政策和地方需求之间，商贸来往于淮辽海上，为东江集团的存在提供了必要的保
障，一度改变了战争进程，却始终未能得到朝廷认可，使得东江集团无法突破粮饷的掣肘，发挥出更
大的战略作用。
四、海漕余响:沈廷扬海运
崇祯十二年(1639)，沈廷扬上疏给力图振作变革的崇祯帝，建言重开海运，获准实施由淮安府
运粮至京津的计划:“沈廷扬，字季明，崇明人，好谈经济。崇祯中，由国子生为内阁中书舍人。十
二年冬，帝以山东多警，运道时梗，议复海运。廷扬生海滨，习水道，上疏极言其便，且辑海运书五卷
以呈。帝喜，即命造海舟试之。”［56］但此番重开海运仍如从前一般，虽有皇帝支持，依然有大臣反
对:“既而巡抚登莱都御史徐人龙又以成山道险不便，请罢议。”［57］沈廷扬用行动证明徐人龙的考虑
是多余的:“廷扬乘二舟载米数百石，十三年六月朔由淮安出海，望日抵天津，守风者五日，行仅一
旬。帝大喜，加廷扬户部郎中。”后“廷扬自登州直输宁远，省费多。寻命赴淮安经理海运”。［58］
此番海运出海口是庙湾，庙湾一带在正德年间便因海而“森若城市”，［59］天启之初更是因为与
辽东频繁的海上贸易成为“海舟鳞集，商货阜通，海寇觇望之所”。［60］
海运复开之举，很快便随着崇祯政权的覆灭而再次宣告终结，不过庙湾地区的民间海上活动一
直延续，产生了众多获利颇巨的海商。光绪本《阜宁县志》卷二十四《杂记》引康熙年间邑人陈一舜
所作《庙湾镇志》(今佚)中《货殖传》语:
吾湾初以海载货赀者陈其衷，为国学生，而戴同春观我亦皆为之。渤海独否曰:吾昆
季求富于风涛，吾宁解典而安居焉!继而渤海中式，而观我子卣自亦成名，见推儒林。
杨允达父，号十六，以海艘之数得称。其一小艘曰青龙，取钱祀大王。大王，明洪武所
封神也。累赀巨万，为园城内，选妓征歌，允达借以自娱，老而弗替。
刘可恕以海运济辽饷，致知毛帅。顺治中，禁海废舟，人乃裹足。迨洋禁弛，沈濬、戴
瓒仿而造之，克绳厥武。买卖居间者谓之经纪。［61］
明清鼎革之际，朝廷缺乏对海上贸易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庙湾海商得以承袭前人航海传统，较
为自由地发展海上贸易，从而创造出了巨大财富。康熙二十三年(1684)再次开海之际，庙湾被列
为江海关分口。从王士祯康熙二十七年(1688)为山东人焦毓瑞所撰的墓志铭中依然能看到淮安
商人贩海山东的记载:“淮安有商三十三人，舟自庙湾趋胶州，遇飓风引至朝鲜，执送京师，议者谓
犯禁通海，应下西曹。其人辨言有官给照票，堕水失去。公议行查淮安将弁有无给照，事立辨，竟送
法司，罪难释矣。”［62］客观而言，庙湾并非一个优良港口，但由于明末清初之际，适逢历史上一个小
冰川期①，在此期间，气候极端、水患频繁:“天启初元，山阳县里外河连决十余处，庙湾汇为巨浸。
至崇祯四年，河决新沟、建义、苏家嘴，至七年三月始获筑塞，庙湾之民，荡析流亡，转死沟壑，何其惨
也。”［63］万历以来，“大水”“巨浸”“海啸”等所引发的“城内行舟，民舍荡然”，“房屋牲畜漂溺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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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小冰河顾名思义指的是相对而言较冷的时期，但是比主要的冰期还要暖和，维持的时间也比较短。一般而
言，小冰河期泛指 15世纪至 19世纪中叶气温偏低的时期。大约在 16世纪到 19世纪之间，地球上广大地区出现了寒
冷气候，人们称为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一般认为 1600—1700年间是整个小冰河时间中最寒冷的时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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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患记录不绝于方志之中。［64］连续不断的水灾虽然为患地方，但也使得庙湾在成为优质港口的
同时，迫使当地居民不得不转换生存模式，转向海洋讨生。
同样，随着冰川期的结束，作为淮安府境内黄、淮决堤时的汇流后的出海口，庙湾承受了黄、淮
决堤时所带来大量泥沙，淤地不断生成，海岸线不断东移。康熙年间淮安府志载“东至海滨界二百
三十里，又一百里至海”。［65］较之天启《淮安府志》所载“东至海二百三十里”，这一百里是正在形成
的滩涂荡地。随着这块地域的成陆，雍正七年(1729)，海关分口庙湾被就近划归陆地淮关管理:
海关庙湾口向系江海关分口，旧例船料梁头则属淮关，客商货税则属海关。自雍正七
年经总理户部事务和硕怡亲王等折奏江海关设立上海县，距庙湾几二千里，请将该口岸货
税照宿关之例归并淮关征收。奉旨依议。［66］
不久，庙湾更是由镇升格为县，雍正九年(1731)八月，两江总督尹继善上奏:“查山阳县属庙湾
镇、见有城池营汛，请改为县城，令新设之县驻札，再添设县丞一员，典史一员。移庙湾司巡检、驻草
偃口。盐城清沟司巡检、驻上冈。将盐城县学训导、拨归新县。……从之。寻定山阳新分县曰阜
宁。”［67］自此，淮安府基本结束了其作为海洋发展城市的历史。
五、结 语
自嘉靖以降，漕运河道频遭水患，河道梗阻、疏浚不赀、粮食漂没等问题已严重影响漕粮河运的
正常进行。虽有官员尝试借助海运克服漕粮遇阻的困境，亦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因朝廷内意见不
一，许多臣僚视海运为不安全的途径，容易遭受灭顶之灾，引发人财物的巨大损失而反对海运漕粮。
万历朝的入朝征倭战争以及辽东战争运送军饷与军备物资的需要则为海漕的再开提供了契机。但
是与淮商建立起良好贸易关系的毛文龙遭到了其反对派的集中围攻，其为牵制和打击后金势力的
努力也被诬陷为建立自我独立王国的割据之举，由此建立起来的海上通道也屡屡被取缔。处于缺
饷和遭孤立状态的毛文龙在走投无路的状态下，与出于谋求生计的淮商之间建立起的商业关系一
定程度上成了捍卫明朝疆域的有效模式，却不能见容于反对派众多的时代，毛文龙的被杀反而成就
了袁崇焕所谓“清逆”的“英名”，这是历史的可悲之处。尽管崇祯时试图振作，朝廷一度再为海运
绿灯，但大势已去，淮安的海运业再未重振起来。
对于海漕，朝廷虽然一直严禁却禁而不绝，民间海上力量虽然一直勉力延续，却始终不能被纳
入朝廷政策许可的范围。在明代，朝廷制定的政策确多把王朝的稳定、统治集团既得利益放到了显
著的位置，海禁的力度往往随着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在各地有所不同。
淮安府民间海上力量虽然拥有朝廷寻求应急河漕不足的“天时”、东近沧溟的“地利”、海上淮
商团体的“人和”以及海漕工具淮船“器利”的综合优势，却无法发展出成规模的海上贸易、海商团
体和海洋文化，最终因为地理环境的改变而由海洋向陆地发展，发展出了便于朝廷统治管理的经济
模式。而这种地形的改变却又是明朝政府长期以来保河漕所导致的违反生态的恶果。［68］较之而
言，同样是面对“巨浸”，“庙湾之民，荡析流亡，转死沟壑，何其惨也”。身处南直隶，邻近权力中心、
处在政府直接管控之下，走“近海”的海上淮商团体虽想维持其独立性，保持与政府的距离，虽一度
拥有淮、辽之间合法海上对运，却无法真正地化水患为水利，像远离权力中心、进行“远洋”的福建
沿海商人团体那般“以贩海为利薮，视汪洋巨浸为衽席，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
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初则获利数倍至数十倍不等”，［69］并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对朝廷形成
一定的“倒逼”，从而为他们海上活动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可谓是时代的无奈。
［本文为厦门大学田野调查基金支持项目(编号 2017GF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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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Huai’an Sea Merchants’Struggle from the Predicament of Governmental
Tribute Grain Maritime Prohibition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WANG Ｒi-gen，TAO Ｒen-yi
(Department of History，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
Abstract:In the middle Ming Dynasty，many problems occurred in the tribute grain canal，with northward transport a-
long the river often interrupted． To ensure the grain supply of capital，imperial officials suggested transferring tribute grains
by sea from Dengzhou and Laizhou in Shandong province after they arrived in Huai’an Prefecture． In the Longqing reign，
sizable transshipment was underway;however，the authorities had too many misgivings and merely acquiesced in these ac-
tivities． The short-term authoritative sea transport of tribute grain at the turn of the reigns of Emperors Longqing and Wanli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hipping during the War of Liaodong and restarted northward transport in
the late period of Emperor Chongzhen． The long-established sea route brought great benefits to Mao Wenlong，the military
leader of the Dongjiang group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war betwee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Mao’s grain supply de-
pended largely on this Huai’an’s non-governmental maritime group，especially when he was restrained during the war．
Huai’an sea merchants kept seeking commercial opportunities from the predicament of governmental tribute grain maritime
prohibition and continuously promoted th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between Huai’an and Liaodong． Huai’an merchant ac-
tivities demonstrated the inexhaustible vitality of the maritime group．
Keywords:middle and late Ming，Huai’an sea merchants，sea transport of tribute grain，MAO Wen-long
·751·
